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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深入，许多地方政府在整合工商、食药、质检等资源
的基础上组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统筹监管环节，尝试探寻有效监管的新出路。 以OECD框
架为基础，从监管机构、监管职能和监管政策三大维度出发并借鉴已有研究，尝试建构适
用于我国地方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监管部门的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这一体系对2016年
X市六区级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监管能力进行分级定性评估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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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人们愈发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优劣，而影响
政府优劣的一大关键因素就是政府能力水平的高低。1997年，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中详细阐明
了提高政府能力的必要性[1]。 在政府扮演重要角色的当代中国，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
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之后，作为政府能力提升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监
管能力建设自然而然地受到广泛重视和关注。 为深化监管体制改革， 解决监管过程中监管主体混
乱、执法环节交叉、权责不明等问题，从2014年开始，许多地方政府在整合工商、食药、质检等资源的
基础上开始组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统筹监管环节，推进综合执法。 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构建和完
善适用于地方（城市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监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X市六区级市场监督
管理局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监管能力进行测量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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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界定与研究现状
1.概念界定
政府能力是一个政府在实现其自身职能、从事某项活动过程中所拥有的资源和能量[2]。 Mann在
《社会权力的来源》中将政府能力分成了专断性能力和基础性能力两类[2]，学者王绍光在此基础上又
将基础性政府能力细分为强制、汲取、濡化、认证、规管、统领和再分配、吸纳整合等[4]。 作为政府能
力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政府监管是指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实现某些公共政策目标， 对微观
经济主体进行的制约与规范”[5]，主要由社会性监管和经济性监管两方面构成。 而监管能力则是政
府监管部门在行使其监管职能的过程中通过运用其所拥有的资源最终达到其目标的有效程度[6]。
2.研究现状
目前国际上已有各种测量政府机构相关能力的模型与方法。例如，世界银行就曾提出机构与治
理评价（Institutional and Governance Reviews）以及国家政策与机构评价（Country Policy and Institu-
tional Assessment）的途径，被应用于观测和分析成员国政府机构相关能力的薄弱之处并提供改善
建议。 在国内研究中， 众多学者也结合各自的研究方向建立起适用于不同领域的监管能力评价体
系。 杜钢建试图从界定度、参与度、透明度、强硬度等八个方面分五个等级评估政府的规范能力 [7]；
杨松、王广平等人从资源能力、履职能力和绩效结果三个维度和进一步细化的16个方面构建了中国
药品监管能力评价体系[8]；吴佳惠结合政府监管能力的构成要素、影响因素以及外显形式构建了食
品监管能力评价体系[9]。 也有学者在建立模型的基础上开展了监管能力评价的实证研究：胡颖廉测
量比较了沿海十个省级药品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10]；李万新、埃里克从潜在机构能力、实现机构能
力两方面对全国31个省级环保局机构监管能力进行排序[11]；王力、余苏珍等人则在纵向上研究了江
西省各县级食药监管机构监管能力在2006年至2008年两年间的变化[12]。
但综合来看，关于我国地方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评价研究，尤其是2014年监管机构改革以来关
于地方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整体监管能力评价研究还相对较少， 因此本文试图在目前已有研究的基
础上对这一领域有所拓展。
二、监管能力评价体系构建
1995年3月，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
ment）理事会发布了监管能力建设的第一个国际标准——《改善政府监管质量建议》，它为政府监管
质量的评价提供了较为系统的框架， 是当前监管型国家建设领域较为成熟的指导性文件。 其中提
到，监管活动主要包括监管机构、监管工具和监管政策三个元素[13]。以OECD框架为基础并结合中国
实际情况，国内学者刘鹏、刘志鹏建立起我国中央监管机构监管能力的分级测量指标体系并对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卫生与计划生育监督中心和环境保护部三个部门进行评估[14]，在进一步研
究中又将该体系扩展应用至八个中央监管机构的能力评估中[15]，是目前我国较具代表性的机构监
管能力评价体系。
但应注意到，中国在政治制度、社会基础和政府职能等方面与其他OECD国家存在一定差异，
因此不能全部照搬OECD框架。 学者刘鹏、 刘志鹏建立的机构监管能力评价体系主要针对中央部
委，而地方基层部门的组织架构、资源状况和部门职能等具有更大的限制性和多样性，因此也不能
简单套用该指标体系。 本研究依循OECD提出的“监管机构”“监管职能”和“监管政策”的政府监管
要素大体框架，并借鉴已有的我国机构监管能力评价体系，充分考虑到地方实际情况，进行适当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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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尝试建构适用于我国地方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监管部门的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1.监管机构
OECD认为，相关监管机构的设立对于监管政策的实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监管机构是确保
监管活动得以成功实施的基础，其主要分为机构性质、机构职能两个方面。
一是机构性质。 组织的权力资源对组织的存在和运营产生影响，是组织重要的资源能力之一[16]。
而权力资源的多寡，与机构性质有关，主要体现在机构级别与监管权力来源上。 OECD认为，监管取
得成效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建立接近政府核心层的有力监管机构[17]，这意味着机构级别越高，可获
取的权力资源越多，其监管能力也就越强。同样地，权力由更高层级领导授予，该监管机构在本地区
开展监管活动受同级部门的干预就较少，自主性也就更大，因此权力来源也将影响到监管能力的强
弱。 而另一方面，基层机构作为政策自上而下落实的关键一环，能够直接影响到监管的覆盖范围与
执行效果。 组织能力有潜在与现实之分，组织的潜在行动能力与行政储备十分相关[18]。 监管部门的
下设基层机构越多，监管覆盖范围越广，用于开展监管活动的行政储备力量也就越大，说明其具有
较强的潜在监管能力。
二是机构职能。大量研究认为监管机构职能的分散是“监管失灵”的重要原因。不同的监管机构
作为行政上独立的主体具有不同的目标，很难随时合作开展监管活动。 在危机出现时，又容易发生
各监管机构相互推卸责任的情况。反之，监管职能的集中通过信息、设施和人员的共享，能够最大化
地利用现有资源，产生规模效益，减少监管的真空地带[19]。 而Harlow和Rawlings认为成熟的监管应由
监管政策制定、政策监督与检查、政策执行与制裁三要素组成 [20]，这说明监管机构权力的混合性对
监管能力产生影响。 权力的混合性保障了机构的独立性， 机构的独立性又使其不易受利益集团影
响，保障监管活动的有效性。 权力的混合性体现在其是否具备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
2.监管工具
为进一步提升监管质量和推动监管改革，开发和运用有效的监管工具十分重要。 OECD提出，
公众沟通、监管替代工具的选择、行政管理的简化是提高政府监管质量的有效工具[21]。 因此在监管
工具这一维度主要从公众沟通、监管替代工具、行政简化等3个方面衡量。
一是公众沟通。 OECD报告指出，提高公众沟通的方式主要包括宣传监管方案、相关方非正式
咨询、听证会的举办、专家咨询等[22]。 结合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依托网络平台进行信息公开的发展
趋势，在上述4项的基础上增加“政府信息公开”，共同构成公众沟通的衡量指标。
二是监管替代工具。 当前，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和政府职能的加快转变，在监管活动中引入
使用与传统型监管工具不同的新型监管工具是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 较为常用的监
管替代工具主要有经济、信息、合作等手段[23]。 经济手段是当代政府治理与政策执行中广泛运用的
一类工具，主要形式有合同工具、价格、税收和特许经营等[24]；信息手段与传统工具相比具有推进公
平交易、促进交易主体自律以及低成本等优势[25]，合理使用信息手段将有助于提升监管效果；合作
监管是指政府与企业等其他组织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共同执行监管政策， 较传统政府监管而言更
具多元化与网络化，在本研究中合作手段主要体现为行业自律协会的设立。
三是行政简化。从实践上来看，过于繁琐的行政程序是滋生官僚主义、腐败现象的温床，也是阻
碍政策执行的绊脚石。行政程序的简化有利于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在抑制腐败现象的同时也降
低了制度性成本， 使得监管政策的执行更加高效。 根据X市各区级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主要行政流
程，其行政简化可以反映在商事登记和食药审批上。
3.监管政策
监管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府监管活动的最终结果如何。 结合地区实
际情况，由于X市各区级市场监督管理局均不具有单独制定规章政策的权力，因此在监管政策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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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将主要从监管部门的政策执行方面加以考虑。 政策执行能力是政府为实现政策目标而设计方
案、调用资源的政策执行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内在能力和力量，缺乏执行力的政府将因无法执行国家
政策而使政府面临合法性危机[26]。 政策执行力可从执行资源和执行力度两个方面衡量。
一是执行资源。执行资源是保证政策执行力的必要基础[27]，任何监管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资源
的支持，资源短缺将导致监管活动捉襟见肘，寸步难行。 资源支持主要有人力支持与资金支持。 人
员是执行力量的集中体现，人力资源的数量多寡、素质高低与监管活动开展息息相关。 而财力因素
是政府职能行使的基本前提之一，也是开展监管活动必需的物质基础。
二是执行力度。 执行力度是政府执行任务的力量度，是衡量地方政府执行能力的参考依据之
一[28]。 监管部门的政策执行力度越大，反映出其监管能力越强。 在这里，考虑到X市各区级市场监督
管理局的具体工作职责内容，监管执行力度主要以经核审后维持判罚的行政处罚案件数（不含简易
处罚）以及挽回消费者经济损失金额为衡量指标。
综上所述，本文结合相关研究和具体实际，构建出适用于我国地方监管部门的能力评价体系，
该体系共分为3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19个三级指标。 如表1所示。
表1 我国地方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管能力指标体系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三、监管能力评价体系应用及测量
1.数据和信息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测量标准 数据来源
监管机构
机构性质
机构级别 政府部门行政级别
部门机构设置的政
府文件
权力来源 机构由谁建立，相关权力由哪一层级领导授予
基层机构 下设基层监督管理所的数量
机构职能
职能集中性
是否承担该领域主要监管职责、是否单独承担该领
域监管职责
部门职责规定的政
府文件
权力混合性 是否拥有规章制定权、行政执法权、司法权
监管工具
公众沟通
监管方案宣传
开展相关活动的次数
官方网站信息 、新
闻报道
非正式咨询
听证制度
专家咨询机构
信息公开
截止当年累计信息公开数量、依申请公开的回复比
例
部门信息公开年度
报告
监 管 替 代
工具
经济手段 采用合同工具、价格、税收、特许经营等手段的次数
官方网站信息 、新
闻报道
信息手段 采用信息披露、公开监管过程、教育等手段的次数
合作手段 采用行业自律等手段的次数
行政简化
商事登记简化 是否简化商事登记制度 部门年度工作总结
报告、 官方网站信
息、新闻报道
食药审批简化 是否简化食品药品审批环节
监管政策
执行资源
人力支持 机构人员编制数量、学历水平
年度主要指标统计
图表
财力支持 机构年内财政收入 依申请公开
执行力度
行政处罚案件 机构年内行政处罚案件数量（不含简易处罚） 年度主要指标统计
图表挽回经济损失 机构年内挽回消费者经济损失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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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局
机构性质
机构职能
基层机构
职能集中性 权力混合性
机构级别 权力来源
承 担 该 领 域
主要职责
单独承担该领
域相关职责
规章制定权 行政执法权 司法权
基层监督管
理所数量
A
正处级
X 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司厅局级）
是 否 无 有 无
6
B 4
C 3
D 2
E 3
F 3
徐国冲，陈泽鹏：地方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管能力评估
本研究以X市A、B、C、D、E、F六区级市场监督管理局为研究对象， 测量2016年各机构的监管能
力并进行比较。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和文本主要来源于：（1）各机构设置和主要职责规定的相关政
府文件；（2）各机构年度报告，如年度工作总结报告、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年度主要指标统计图表等；
（3）各机构官方网站、官方媒体报道；（4）通过向X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申请公开途径获得的官方数
据。 可见，本研究使用的相关数据和信息均来源于公开透明的官方文件或报道，测评信度能够得到
保证。
2.测量方法
本研究从监管机构、 监管工具和监管政策三个维度的18个细分指标分别对X市六区级市场监
督管理局进行测评，测评结果兼具绝对性与相对性。其中大多数指标根据相对性原则，对6区局的数
据进行直观比较并排名。以排名情况为基础，测评结果依序分为六个名次，为方便测评结果的呈现，
按排名由低到高分别赋值1—6分。
部分指标（机构级别、权力来源、职能集中性、权力混合性、商事登记简化、食药审批简化）由于
六个机构情况基本一致而难以排序，因此根据绝对性原则对其统一赋值。 其中，机构级别和权力来
源指标根据国家、省部、司厅局、县处、乡镇科等五个行政级别由低到高分别赋值1—5分；职能集中
性指标以“是否承担该领域主要职责”和“是否单独承担该领域相关职责”为判断依据，二者均为
“是”则得5分，一“是”一“否”则得3分，二者均为“否”则得1分；权力混合性指标根据规章制定权、行
政执法权和司法权的拥有情况为判断依据，拥有三种权力则得5分，拥有两种权力则得3分，拥有一
种权力则得1分，不拥有权力则得0分。
应说明的是，本研究采用定性分级评估方法，测评结果并非对连续变量的测量，而是对分级变
量的测量。 此外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本测评不对各个测量指标的权重加以赋值，仅对最终各项得分
进行机械加总，直观比较地得出X市六区级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管能力的高低。
3.测量结果
（1）监管机构测量
表2 各区局机构性质、机构职能与下设基层机构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部门机构设置及职能规定的相关政府文件统计整理
监管机构维度测量结果如表2所示。
在职能集中性方面， 大部制改革使得各区级市场监督管理局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相关领域
的主要职责，但无法完全单独承担相关领域的全部职能，在一些环节仍然需要与其他部门协同合作
开展执法监督行动。例如，各区级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粮食的质量和卫生安全监管”领域需与粮食局
联合监管，在“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领域需与农业部联合监管，而对于“无证经营行为”的监
管，更要视不同情况，与文化局、公安局、城管局、环保局等多部门协同配合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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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局
主动信息公开 依申请信息公开
当年主动公开数 历年累计公开数 公开申请数 申请答复数 申请答复率
A 3 306 21 21 100%
B 253 624 11 11 100%
C 67 393 7 7 100%
D 41 167 2 2 100%
E 54 243 6 6 100%
F 1 214 10 10 100%
在权力混合性方面，各区级市场监督管理局只具有行政执法权，不具有规章制定权和司法权。
在大多数监管领域，只有市级及以上市场监督管理局有权制定规章政策，而部分监管领域的规章政
策还需由其他相关部门制定，例如，由各区级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监督执法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和酒类食品安全监管”、“药品流通及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进口许可的安全监管”等领域所依规章政
策由市商务局制定。 而在司法领域，相关法务处理也必须通过人民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构实现。
（2）监管工具测量
如图1所示，在信息透明与沟通的工具使用上，监管方案的宣传是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所偏爱
使用的，以培训会、宣传周、政策文件发放等形式为主；针对利益集团的非正式咨询方面，该工具使
用频率较少，以约谈、座谈等形式为主；而各区局2016年全年均未举办相关听证会，也未设立专家咨
询机构。
数据来源：根据各部门官方网站信息及相关媒体报道统计整理
图1 2016年各区局信息透明与沟通相关工具使用情况
2016年各区局信息公开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2016年各区局信息公开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各部门官方网站信息统计整理
在监管替代工具的使用上，六区局均未采用税收、补贴等经济手段，而是以信息手段为主，例如
进行教育、通过互联网社交软件加强监管方与被监管方的即时沟通、公开监管过程详细信息、披露
相关违法违纪信息等。 在合作手段方面，仅有A区局和C区局采用了行业自律方式。 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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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流程简化 A B C D E F
是否简化商事登记制度 是
是否简化食品药品审批环节 是
徐国冲，陈泽鹏：地方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管能力评估
数据来源：根据各部门官方网站信息及相关媒体报道统计整理
图2 2016年各区局监管替代工具使用情况
在行政简化方面，X市六区级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市局的统一领导下行政简化步伐较为一致，也
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主要体现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和食品药品审批环节简化上。 在商事登记方
面，各区局进行了营业执照、社会保险登记证、税务登记证、统计登记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五证合
一”的改革，并且在国内首创个体户“口头申报、当场取照”的简便登记方式，有效地降低了投资创业
的制度性成本。 而在食品药品审批环节，X市也实施了食品药品许可监管“证照分离”改革，并且率
先在省内开展“三证合一”（食品流通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证、保健食品经营企业卫生条件审核证
明）工作，在大大简化了行政审批流程的同时也提高了监管能力。 如表4所示。
表4 各区局行政流程简化情况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3）监管政策测量
2016年，X市各区级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岗公务员编制人数及学历构成情况如图3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2016年X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要指标汇编》统计整理
图3 2016年各区局在岗人员情况
人力支持指标的最终分数取“编制人数得分”和“学历构成得分”的平均值得到，如表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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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在岗公务员编制人数得分 6 5 4 1 3 2
人员学历构成得分 2 1 3 5 4 6
综合得分 4 3 3.5 3 3.5 4
表5 各区局人力支持指标得分情况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2016年，X市各区级市场监督管理局财政收入情况如图4所示。
数据来源：向X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信息公开所得数据
图4 2016年各区局财政收入情况
在行政处罚案件数（不含简易处罚）方面，各区局的行政处罚在核审中均被维持原判罚，体现了
X市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的合理性与准确性。 如图5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2016年X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要指标汇编》统计整理
图5 2016年各区局行政处罚案件数（不含简易处罚）
2016年，X市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挽回消费者经济损失情况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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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A B C D E F
监管机构
机构性质
机构级别 2 2 2 2 2 2
权力来源 3 3 3 3 3 3
基层机构 6 5 4 1 4 4
机构职能
职能集中性 3 3 3 3 3 3
权力混合性 1 1 1 1 1 1
监管工具
公众沟通
监管方案宣传 5 6 4 2 1 3
非正式咨询 6 5 2 4 4 2
听证制度 0 0 0 0 0 0
专家咨询机构 0 0 0 0 0 0
信息公开 4 6 5 1 3 2
监管替代
工具
经济 0 0 0 0 0 0
信息 5 6 4 1 2 3
合作 6 4 5 4 4 4
行政简化
商事登记简化 5 5 5 5 5 5
食药审批简化 5 5 5 5 5 5
监管政策
执行资源
人力支持 4 3 3.5 3 3.5 4
财力支持 6 5 3 1 4 2
执行力度
行政处罚案件 4 5 3 1 3 6
挽回经济损失 6 5 2 1 4 3
总评 71 69 54.5 38 51.5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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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2016年X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要指标汇编》统计整理
图6 2016年各区局挽回消费者经济损失金额
综合上述分析，X市六区级市场监督管理局各个指标的最终得分情况如表6所示。
表6 X市各区级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管能力比较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四、结 语
根据评价结果可以看出，X市六区级市场监督管理局中A区局的监管能力最强，B区局稍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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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大幅领先于其他区局，占据第一梯队；第二梯队中，C区局的监管能力稍强于F区局和E区局，三
者大体上处于相近的监管能力水平；而处于第三梯队的D区局在众多指标中表现不佳，反映出其监
管能力相对较弱。
总体而言，X市六区级市场监督管理局普遍存在听证制度和专家咨询制度不完善、监管工具单
一、职能集中性和权力混合性较欠缺等共性问题。 为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各区局应不断拓宽公众
沟通与参与的渠道，持续推进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探索尝试经济型和合作型监管替代工具，通过
激励性措施发挥被监管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不仅拘泥于常规的执法检查活动；还应进一步深
化监管体制改革，合理统筹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其他部门的协调与合作，合理划分监管事权，适当条
件下探索整合目前仍需多主体联合执法的监管环节，扫除监管的真空或交叉地带。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3月1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成立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归纳整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及个别其他部门的有关职能，统一负责市场综合管理、维护市场
规范秩序、监管工业产品及食药品安全等[29]。 可以看出，从2014年一些地方政府的探索开始，再到
2018年在国家层面上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市场监管机构的改革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重大实
验，而未来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监管机构和监管职能的优化与完善也将自上而下地传导至各个地
方基层市场监督管理局，我国各级政府的市场监管能力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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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ory Capacity Assessment
of Local Market Supervision Authority
Xu Guochong / Chen Zepeng
Abstract: With the goal of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the improving
of regulatory capacity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governments at every level.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OECD and drawing on the existing system, this paper tries to construct a suitable model for evaluating institutional regulatory capacity of
local Market Supervision Authority and other regulatory authoriti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regulatory authority, regulatory tools and regu -
latory policy. This paper also uses this model to carry out a qualitative assessment of regulatory capacities of six county-level Market Su -
pervision Commissions in X city in 2016.
Keywords: Regulatory Capacity; Market Supervisory Authority; Capability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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